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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唐代长安、岭南、扬州交通－文学三角的形成及意义∗

李 德 辉

摘　 要：唐代的长安、岭南、扬州三地之间，存在着一个境域广阔、结构稳定的交通－文学三角形。 该三角形由这三

座城市及其间的交通路线构成。 它首先是一个交通构架，具有引导文人流向、产生纪行作品的作用，有强大的文学

创作功能；其次，它是一个唐代文学的空间架构，我们可以据此开展相关作品的创作背景研究及诗文文义诠释，便
于考察长安、岭南、扬州三地在文学上的多重联系。 通过考察这个交通三角内的文人行迹、沿途的文学传播，开展

诗文系地及异地唱和研究；更进一步则可从中看出南北交通的开启而带来的文学迁变，唐代文学的空间布局和不

同层级。 因此，这一交通－文学三角具有多重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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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长安－岭南－扬州交通的三角形空间构架

近年，随着研究方法的调整和视野的更新，唐代

文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但这些研究多是从地

域、作家、文体、流派、家族角度入手，尚未将研究视

角置于唐代政治格局、城市布局、交通行旅、文学创

作四者的关系链条上来考察。 如果从唐代城市布局

的关系角度出发，将眼光落到城市结构和交通网络

上，则会发现，在唐代存在着一个由长安、岭南、扬州

组成的三角形，具有交通和文学的双重意义，可视为

交通－文学三角。 其中心是长安，支撑点是广州和

扬州，由西北－东南走向的三条路线构成。
一是东线，自长安－洛阳－汴州－宋－楚－扬州。

到达扬州后，沿长江西行，至江州、洪州、虔州、韶州

而达岭南。 因其北段自京城东出，要过汴州，走运河

水路南下，故唐宋文献通称“汴路”。 这段路线的具

体走向，严耕望、史念海等前辈早有考证①，关于隋

唐大运河的交通，也有不少成果可参考②。 在唐代

这条路线是南北交通的第一要路，除了政治经济用

途之外，也供各色文人来往。 其交通情况，唐诗中有

不少描述。 白居易长庆四年（８２４ 年）罢杭州刺史，
在回洛阳的路上作诗多首，从多个角度写到这条路。
其《汴河路有感》从旧地重游、感慨今昔的角度写这

条水路；《茅城驿》《河阴夜泊忆微之》写沿途驿站及

村落民居道路的衰败萧条景象。 王建也有《汴路水

驿》《汴路即事》写其交通盛时状况。 吴融有《彭门

用兵后经汴路》三首，写它的乱世形态。
二是西线，从长安－商州－邓州－襄阳－荆州－岳

州－潭州－衡州－郴州－韶州－广州，此为中原至岭南

的通路，是南北交通在大陆中部的主线。 在唐代这

条路有多种用途，主要供举子应举、下第客游、刺史

赴任或诏征回朝、官员奉使，但更著名、更有代表性

的是官员迁谪流移。 由于三百年来人数极多，事例

典型，一定程度上可将这条路线视为唐代官员的迁

谪流放大道。 这种看法在当时就已存在，白居易、元
稹、李绅、许浑、杜牧诗中就将其视为令人魂销胆落

的南迁路。 当今学界詹福瑞等学者称之为“商洛唐

诗之路”，将其和“浙东唐诗之路”相提并论③。
“浙东唐诗之路”经过持续研究已十分知名，

“商洛唐诗之路”却不为人知。 但唐代后期，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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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军事上起过重要作用。 中唐前期，由于河

南、山东藩镇割据，运河水路阻断，故更多地依赖此

道维持与东南的联系。 贞元七年（７９１ 年），商州刺

史李西华曾扩建此道，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

百余里。 李商隐诗《商於新开路》称之为“商於路”，
中有“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之句，可以想见行

旅之艰难。 但在中唐，要自京前往大陆中部，舍此无

他。 在德宗、宪宗朝汴路不通之际，商於路更是成了

唐人南下北上的第一选择。 白居易长庆二年（８２２
年）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走的就是这条路。
因为改走的关系，要经历更多的山险、更长的时间，
留下了更多的纪行诗，今《白居易集》卷八有诗十八

首完整记载此次旅行经见。 由于地位的提高，唐朝

遂于贞元二年（７８６ 年）十二月将商洛之路升格为次

路驿，即全国第二驿路，地位高于其他方向的驿路。
三是扬州至岭南路线。 从两京驿道南下，到扬

州后，有水陆两种走法。 水路从扬州西行，沿长江到

达江州、洪州、虔州，翻越大庾岭，抵达岭南。 走这条

路的人很多，其中官员左降的尤多。 刘长卿贬潘州

就是走的这条路，他有《负谪后登干越亭作》等诗纪

行。 杨衡有《送人流雷州》，所记流雷州官员也是经

此路南下。 文士客游江西、岭南，也常走此路。 宋之

问神龙初年南贬，有《早发大庾岭》等诗，表明他也

是从江西过岭。 施肩吾有《宿干越亭》，干越亭在上

饶，由此表明他是要前往江西某地甚至岭南。 韦词

曾参岭南使幕，取道运河，经浙江、江西抵广州，后入

为殿中侍御史，又出为朗州刺史，再贬道州、江州，后
擢户部员外郎，最后出为湖南观察使，他一生在这个

圈内行走三个来回。 在唐代，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陆路则从扬州南下，到苏、杭，入江西、岭南。 李

翱元和四年（８０９ 年）曾经此路赴岭南节度使杨於陵

使府，有《来南录》载其行程路线：“自东京至广州，
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

三十里，自洛川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

有三十里……自大庾岭至浈昌，一百有一十里，陆道

谓之大庾岭。 自浈昌至广州，九百有四十里。”从他

所记，不难想见所经空间之广阔、道路之绵长。
以上三条路线为唐代南北交通的主线，也是唐

代文人行旅最集中、产生文学作品最多的路线。 三

者表面上看是孤立的，实则通过中心城市互相连接，
构成一个交通圈，“点－线－面”的空间布局和结构特

征突出。 “点”即长安、扬州、广州三城，“线”指连接

城市的道路，“面”指覆盖的区域。 它们既是唐人的

活动空间，也是唐代文学的空间领域，有众多的人事

活动，包含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区域，将不同地

域、身份和使命的文人行旅连接起来。

二、长安－岭南－扬州从交通构架到文学构架的转换

长安－岭南－扬州之所以能够从交通三角转换

成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大统一的政治格局。 这是形成这一交通－

文学三角最根本的大背景。 唐代实现了全国统一，
疆域辽阔，交通成网，政令畅通。 文人行旅不再是一

种仅限于某个区域的交通，多为跨境远行。 文学创

作在常态化的文人行旅带动下，获得源源不绝的动

力。 随着交往的增强和流动的加快，文学也更具活

力。 交通路线所至，不仅区域城市快速成长，行旅文

学、地域文学也发展起来。 中心城市的发展，又反过

来成为交通体系和文学发展的支撑。 崔融《请不税

关市疏》提到武后时期的交通便利状况时说：“且如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汉，前指闽越。 七泽十

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这充分显示出

唐代交通圈的巨大覆盖面，以及中心城市在交通发

展上的带动作用，表明交通网络正是通过中心城市

连接起来。 只有交通成网，才会出现有规律的文人

行旅。 而行旅所向，多为南行，南行是唐代政治和文

学的一大主题。 虽然南行，但京师在关中，政治中心

在北方，因此有南行必有北返，南行北返是众多唐人

一生的重要生活经历。 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云：
“是时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

者，如鳞介之集渊薮。”④这里表明自长安东出，途经

河南前往南方，是当时人们普遍的走法。
二是处在西北内陆的都城位置和南北纵向的城

市布局、交通架构。 唐代都城远在关中，经济重心却

在东南，这样势必会形成以西北临制东南的战略态

势，全国的城市布局和交通架构也就只能是一种南

北纵向布列的结构，南北交通比东西交通更重要。
受此影响，文人行旅只能以南北交通为主、东西交通

为辅，文人流向也与交通路线基本吻合，总体趋势是

自北趋南、南下北上，南行北返成为多数唐代文人一

生中的重要事件。 由于古代交通落后，每次出远门

都要花费很长时间。 与陆路相比，水路交通具有显

著的优越性，因而更多文人出行选择水路。 “归舟

不计程”⑤（武元衡《江上寄隐者》）是多数唐人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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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历；“日月在船多”⑥（姚合《送顾非熊下第归

越》）、“半年方中路”⑦（李频《自黔中东归旅次淮

上》），是多数文人游幕下第的经历。 只要是南北交

通，出入京师，必经荆州、扬州，长安和湖南、江西、岭
南等地则是南北两端，是文人行旅的出发点或终点

站。 唐代文人这种迂回行进的交通路线和南下北上

的行旅规律，是构成这一文学三角的交通地理基础。
三是多项强制执行的政治制度。 交通路线不是

万能的，再好也只能决定文人流向和流量，特别是在

缺乏有力的中介条件的情况下，它并不能对文学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 真正将交通和文学结合起来的，
是交通行旅背后的政治制度。 唐代建立了一套严密

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大多具有任命和调遣官员的

效能，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文人的一生。 科举、铨选

等制度将读书人和地方官召入京城，经过一番选拔

之后，又通过奉使巡按、刺史县令、迁谪量移、方镇幕

府等将其遣发到外地。 有出必有入，离京外任者往

往又会通过征召、量移等政策被召至京，重入台省。
唐代文人所经历的多是京师－地方之间的循环旅

行，每一次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其间必然产生众多

的文学作品。 从事理上说，地方州郡再好，也不是久

留之地，只有京师才是文人的前途命运所系、出路所

在。 一个文人在外仕宦漂寓再久，最终都是想回京

的。 获罪左迁者同样如此，播迁数年以后，只要被贬

者人还健在，仍将回京终老。 中晚唐在洛阳休闲养

老的，多数都是这样的人。 这意味着交通行旅不是

单向的，而是京城－地方的双向流动。 正是因为上

述原因，大量的士人、官员经由扬州南下北上，部分

人员甚至远至岭南。 由于唐代科举、铨选制度严格，
士人进身艰难，这就使得大量文士只能到地方上漂

泊流离。 同时并存的多项制度，像一只只无形的巨

手将文人调来调去。 而且这些制度贯穿全唐，面向

全体，始终存在。 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唐代行旅文

学能在这个圈内长盛不衰，也赋予这些交通圈对文

学更大的带动作用。 交通框架经由政治制度这只推

手，成功地转换成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
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基础，以南北纵向的交

通路线为骨架，以科举、铨选、奉使、贬谪、幕府等政

治制度为推动，加之唐代又有着数量庞大的文人群

体，使得长安、岭南、扬州这一交通框架具有了文学

生产和传播的效能。 唐代常年都有的常态化的文人

南北旅行，周旋往返，使得众多的作品产生于此。 久

而久之，这一交通框架成功地转变成一个稳定的文

学框架。 长安在西北，岭南在东南，扬州或荆州在中

线，文人出入京师，南下北上，不经扬州，必经荆州。
这样一种出行规律，不仅产生和传播了众多的诗文

作品，也为后人研究唐代交通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

可靠的事实基础。
另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交通－文学

框架的提出，还与观察问题所采用的独特视角有关，
是学术眼光转换的结果。 这个视角的显著特点，就
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视点，而不是以交通路线为

视点。 城市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学的中心，大国尤其

如此。 就唐代而言，重要城市对文学的意义显然要

比交通路线大，其意义远不止于构成交通网的要素

那么简单。 所以，讨论一国的交通与文学，最好以都

城为中心。 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的文学关联，则宜

以中心城市为视点，由此出发去考察交通路线上的

文学创作与传播，分析其成因、意义。 当研究者将关

注的眼光落到城市上时，看到的就是诸多城市之间

的关系、文人流向与文学趋向，以及大文化区域间的

文学交流与对应。 就本文而言，看到的则是南北交

通与文学迁变、区域文学交流，注意到的是这些关乎

全局的更有价值的东西，至于交通路线反倒是次要

的。 都城也不是唯一的要素，区域名城才是关注的

重点。 交通路线再复杂，也只是城市的连接线，因此

可以简化，将大城市及其间的路线视为交通三角。
从区域名城出发去察看唐代城市布局，得出的就是

一个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从中可以看到唐代文学

的区域分布、空间形态和层级变化。 实现这一目标

的途径，是考察都城长安与大陆中东部名城江陵、扬
州、岭南名城广州的关系，以此为框架，来分析大陆

西北－东南－中南－华南几个大区域的文学关联。 像

这样借助学术视野和思路的更新，交通框架就能转

换为文学框架。

三、长安－岭南－扬州交通三角的文学意义

唐代的长安－岭南－扬州这个三角虽是一个交

通构架，但却有着多重文学意义。 这个意义，可从两

个层面来认识。
就这个交通框架在当时所起作用而言，主要在

于文学生产和诗文传播。 这三条路线是唐代南北交

通的主线，有着强大的文学创作功能。 其中以长安

至扬州和长安－荆州－潭州－岭南路段往来的文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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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作品最多，作者都集中在盛唐以下。 王昌龄

《西江寄越弟》有“南浦逢君岭外还，沅溪更远洞庭

山”，提到他在金陵以西的西江水路上，遇到其弟自

岭外走长江水路北还，经扬州北上。 元稹《酬乐天

书怀见寄》中有“我上秦岭南，君直枢星北……荆州

白日晩，城上鼓冬冬。 行逢贺州牧，致书三四封，封
题乐天字，未坼已沾裳”，说自己贬唐州途中，在荆

州路遇自岭南进京的贺州刺史，顺路带来白居易寄

赠给他的四封书信、一首诗。 王建《送迁客》 “万里

潮州一逐臣，悠悠青草海边春。 天涯莫道无回日，上
岭还逢向北人”中提到这位贬潮州的迁客，南行路

上遇到过岭北走的行人。 可见长安、岭南两地常年

都有文人往返，不仅大量诗文写于路上、传播于路

上，文学家的声名也借这些行为传扬开来，由此可观

察到长安、岭南、扬州三地诗文创作和传播的互动。
刘禹锡、柳宗元的经历更具代表性。 张籍有

《同白侍郎杏园赠刘郎中》：“一去潇湘头欲白，今朝

始见杏花春。 从来迁客应无数，重到花前有几人。”
诗中的刘禹锡，通过二十多年播迁，才换得众人称羡

的高名，代价尤其沉重。 他贞元末还只是京中一个

普通御史，而到了二十三年后北归洛阳，经过扬州时

宛然文坛名宿⑧。 白居易在扬州酒宴上面赠他的

诗，称赞他“诗称国手徒为尔” （《醉赠刘二十八使

君》），表明大和初的他已是国之名手。 大和八年

（８３４ 年）秋，刘禹锡苏州任满，再过扬州，淮南节度

使牛僧孺为其设宴饯行，席上赋诗赞扬他说：“粉署

为郎四十（此为传本之误，实为三十）春，今来名辈

更无人”（《席上赠刘梦得》），说当今除了他外，再无

更出名的诗家。 牛氏诗句道出了社会共识。 宝历、
大和年间的刘禹锡，已巍然屹立为文坛领袖。 其文

名的扩大、地位的提高，与这个交通圈大有关系。 刘

禹锡在朗州、连州十四年的创作和传播，对他地位的

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 类似的情况还有柳宗元。 他

在永州、柳州谪居十四年，元和十年（８１５ 年）春出任

柳州刺史时，已是诗坛名家，诗歌艺术水平并不亚于

刘禹锡。 至于他的文章，那就更要优于刘禹锡，而与

韩愈齐名，不仅是当时文坛的一大宗派，更是唐以后

古文的一大宗派。 其多数诗文的创作和传播，都在

长安－永州－柳州三地，可视为这个交通圈的产物。
刘禹锡、柳宗元的例子有着相当大的代表性，代

表了中晚唐文人仕宦、出游和交通的一般面相。 交

通框架是前定的，文人行旅也是常在的，通过政治制

度，交通和文学结缘，大量的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在

这个框架内的交通道路上。 就此意义而言，这个交

通框架经由政治制度，通过文人运作，就转变成一个

功能强大的文学生产机制，在唐代存在将近三百年。
就这个交通框架对于当今唐代文学研究的作用

而言，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便于开展创作背景研究，为写成于这三条

路上的诗文提供更精确的新阐释。 这个三角形框

架，涵盖书写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多

地的作品。 很多诗题、诗句，在今人看来都是孤立

的，仅看单篇作品，按照从文学到文学的方法和思路

去研究，根本看不出什么。 如果改用跨学科方法，采
用交通－文学视角，从交通地理与文学创作角度，以
交通圈的思路去看问题，则会有新的发现。 不少作

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次远行中同一个作品

系列中的一篇，是连续性的纪行诗，前后诗文之间、
作品标题正文注释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不仅前后

文可以互相诠释，甚至作者自注都显示了往返路线。
其中有写江西的，如刘允济《经庐岳回望江州想洛

川有作》；写浙江的，如李白《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

阳二首吴中》；写岭南的，如王昌龄《别陶副使归南

海》。 对于这类作品，从交通圈角度去解读更为合

适。 还有写湖南的，如杜甫《湖南送敬十使君适广

陵》，载其大历四年（７６９ 年）在潭州送别友人敬超先

前往扬州。 敬氏自京赴岭南西道任昭州刺史，是从

长安取道荆州驿路南下；其罢任回京则未走原路，而
是改从扬州北上，其往返行迹皆可由杜诗获得。 不

仅杜诗写作地点可明确为长沙，就是敬某这段时间

内所写诗文的空间范围也可确定。 又如戴叔伦《送
柳道时余北还》：“征役各异路，烟波同旅愁。 轻桡

上桂水，大艑下扬州。”戴叔伦时为湖南转运使，督
运物资，乘坐大船，东下扬州，北还京城，路遇其友柳

道自北方南下，经长江南行入湘，前往郴州。 两人南

下北上，都要经过扬州。 从湖南的角度看，他们走的

也都是三角形，路上写的作品都可纳入这个交通圈

考察，其写作背景、诗句含义也可从中获解。
如果不看单个作家、单篇作品，只取其整体去考

察，看到的东西就更多了。 唐人赴任、迁谪、奉使、游
幕多不是原路返回，多数情况下受制于当时形势，会
另走一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个出入往返京师和地

方的行旅圈。 如天宝中，韩洽因赃配流循州，数年后

量移华州长史。 李绅敬宗朝贬端州司马，自长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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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邓州、荆州、岳州、潭州、衡州、郴州抵达端州，
数年后量移江州长史，再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刘

瞻唐懿宗朝因事罢相位，出为荆南节度使，再贬康州

刺史，量移虢州，后入朝，为太子宾客分司。 以上三

人数年来的出入中外、诗文创作，都在长安－岭南－
扬州交通圈。 借助交通圈的框架，结合诗人生平事

迹，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均可明确，思想内涵亦方

便理解。
第二，便于考察沿途的诗文传播实况。 以交通

圈为框架，以交通路线为联结，可以将不同作家、不
同路段的诗文传播纳入研究框架，做整体的评估，得
到的结论更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上文所论的三

条交通路线，是唐代最重要的三条路线，连通的是经

济文化繁荣区，这样的地区文学活动也最密集。 元

稹《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二云：“五年江上损容颜，今
日春风到武关。 两纸京书临水读得复言、乐天书，小桃

花树满商山。”诗中写其自唐州归京途中，在武关得

到李谅、白居易书信，当即在水边开读，一解愁绪。
杜牧《别王十后遣京使累路附书》有“此信的应中路

见，乱山何处拆书看”，写他和王十分别后，派遣使

者累路附书给他，末尾还想象对方在乱山深处阅读

书信的情形。 像这样寄自京城的书信，唐诗称为京

信、京书。 杜甫《天边行》有“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

骨肉无消息”，说战乱以来家书难达，自己向洛阳九

度附书，但多无回音。 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

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三学士》：“昨者京

使至，嗣皇传冕旒。 赫然下明诏，首罪诛共兜。”这

里提到长安到荆州驿路上，常年都有人使往返。 自

己这次就在自岭南量移江陵途中，遇到京中来使，了
解到最新消息，得知先皇德宗驾崩，新主顺宗即位，
因而大赦天下，自己得以自阳山县量移江陵。 卢纶

《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瘴海寄双

鱼，中宵达我居。 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诗中

说他在京城，夜晚得到友人赵某自循州寄来的书信

介绍其贬谪状况，读后他伤心落泪，为免对方牵挂，
他连夜修书一封交给使者带回。 元稹《酬友封话旧

叙怀十二韵》：“风波千里别，书信二年稀。”《苍溪县

寄扬州兄弟》：“凭仗鲤鱼将远信，雁回时节到扬

州。”《得乐天书》：“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

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诗中写他

在荆州和窦巩、扬州兄弟、白居易的来往，诗书分别

寄往朗、忠、扬州。 《瀛奎律髓》卷四邢群《郡中有怀

寄上睦州员外十三兄》：“虽免瘴云生岭上，永无京

信到天涯。 如今岁晏从羁滞，心喜弹冠事不赊。”这
里写唐歙州刺史邢群寄诗给睦州刺史杜牧，谈到歙

州虽非岭南，但也位置偏僻，常无京信，十分苦恼。
方回分析此诗作意说：“五以江左犹远，岭南乃无瘴

之地。 六言唐都长安，歙州自当难得京书耳。”此言

甚是，但从交通圈的角度，可以看到唐代扬州在歙

州、睦州之间的连接作用，发现交通圈在文学发展方

面的促进作用，更有新意。 刘长卿《贾侍郎自会稽

使回篇什盈卷兼蒙寄一首与余有挂冠之期因书数事

率成十韵》写长安至江南的交通状况：“江上逢星

使，南来自会稽。 惊年一叶落，按俗五花嘶。”诗中

的贾侍郎出使浙东，等到回程在扬州遇到刘长卿，行
囊竟已“篇什盈卷”，可见文学创作活动之多。 像这

样的异地酬寄常年都有，而且不是单一化的。 长安

不仅和岭南、扬州有来往，而且和其他城市也有来

往，可以说是一种循环来往。 只要是重要城市，这种

文学往来就会发生。
这些行为，都发生在长安、扬州、岭南路上，运动

方向包括南行与北上两种情况，而以南行居多。 唐

诗中有不少记载友人经扬州南下或北上，如刘长卿

《送张司直赴岭南谒张尚书》中有“番禺万里路，远
客片帆过”，提到他在江南某地送别另一友人前往

番禺，自扬州南下；《太平广记》卷三一一记载，“唐
相崔铉镇淮南，卢耽罢浙西，张荐罢常州，俱经维

扬”。 这还只是官员调遣，同样多见的还有因贬官、
游幕、出使、应举、下第等原因经扬州南下北上。 北

上的多为自岭南、湘中、江西北归。 如窦常《哭张仓

曹南史》中有“春风宛陵路，丹旐在沧波”，写诗人张

南史卒于宣州，灵柩经扬州北上。 刘禹锡《伤循州

浑尚书》：“贵人沦落路人哀，碧水连天丹旐回。”《重
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序》：“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

厚临湘水为别。 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 后

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殁于南中，因
赋诗以投吊。”前诗中贬死循州的浑镐⑨，后诗中卒

于柳州的柳宗元，其灵柩北归也是经扬州北上，这在

当时为交通惯例。 这就表明岭南和长安、扬州均有

交通与文学上的联系，从交通圈角度将三条路上的

诗文传播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很有必要。
第三，可据以考察长安、岭南、扬州三地的文学

关联。 作为一个稳定的交通框架，这些城市之间必

有文学关联。 因为长安至扬州还是其他交通圈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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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线，故须以岭南为着眼点才有意义。 从岭南看，
在这里为官客游的文人，和扬州及长安常年保持有

文学上的联系。 现存唐人别集总集中，就有不少是

长安和岭南的书信、诗篇，中唐以下更为常见。 刘长

卿、戴叔伦文集中，这类作品就比较多见。 今本戴集

多窜入伪诗，《文苑英华》所载为宋初所见唐抄本，
是可信的。 今该书卷二七三《送行八》录戴氏诗十

三首，几乎每一首都是写唐人自京南下或自江南、荆
楚、湖南北上的，都是跨文化区行旅。 南北交通，其
中暗含长安、江南、湖南、岭南四地在人事和文学上

的联系，过去对这些作品仅从文学上去解读，没有注

意到这层关系。
再从具体作家看，同样如此。 韩愈在潮州，刘禹

锡在连州，柳宗元在柳州，李绅在端州，所作诗文，多
是寄赠京华亲故的。 而扬州、荆州、虔州等作为长安

到岭南的中介，其在文学来往上也有承上启下功用。
沈佺期《答宁处州报赦》就作于岭南，他在诗中叙述

自己得到赦书后的欣喜之情：“书报天中赦，人从海

上闻。 九泉开白日，六翮起青云。”沈氏诗集中，岭
南诗文二十七首，写与京城亲故交往的就有七首，题
中带有“同”“寄” “答” “忆”等字眼，表明他的心根

本就不在岭南。 柳宗元的情况也与沈氏类似，他在

柳州刺史任上，得到友人卢衡州书，作诗以答，题曰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表达宽慰对方之意，兼以

自慰。 他在柳州，又有《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

郎衡江夜泊得韶州书并附当州生黄茶一封率然成篇

代意之作》《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二绝》。 其文

集中带有“寄”“赠”等字眼的，反而超过在其他地点

所作，书信、诗歌多达数十篇。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

了增强和权势人物的交往，为早日离开贬所而多方

谋划。 所以，诗人在南迁期间出于交往目的而作的

诗书特别多。 柳宗元的事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表
明唐代文人被贬岭南期间，反而是京城和岭南交往

最频繁、文学传播最活跃的时段。 其传播路线有时

经长沙、岳阳、荆州、襄阳北上，有时经江西、安徽、江
苏北上，视情况而定。 三地间人员和文学总是处在

周流往返状态，这使得这个三角更像一个文学圈。
这些文字往还，对作者声名的扩大非常有好处。

这些好处，主要通过交通行为来实现。 按照当时惯

例，每种交通行为初起、进行和结束之时，都会有文

学活动伴随。 开始时会有送别、留别诗，在路上会有

望京恋家、逢遇、写景诗，赴任路上的作品还会设想

未来、表达对所至之地的复杂情感，到达目的地后会

有书信、诗歌寄赠亲友。 其创作在不同路段呈现不

同状态、性质，未可一概而论，最好是区别对待。 韩

愈元和中贬居潮州时，其门人贾岛有诗寄赠，题为

《寄韩潮州愈》，说自己的心早就跟随寄出的篇章和

书信，来到远在潮州的恩师韩愈那里，让对方也能感

受到自己的关爱。 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韩愈另一

门人刘叉也有《勿执古寄韩潮州》，规劝韩愈不要再

像以前那样固执。 白居易亦有两首诗，写他和贬潮

州的杨嗣复的交往。 一为《寄潮州杨继之》：“相府

潮阳俱梦中，梦中何者是穷通。 他时事过方应悟，不
独荣空辱亦空。”诗中对杨氏的南迁表示同情。 一

为《得潮州杨相公继之书并诗以此寄之》：“诗情书

意两殷勤，来自天南瘴海滨。 初睹银钩还启齿，细吟

琼什欲沾巾。”可见，地理距离并不能阻断文学交

往，反而会激发和增强交往。 对于交往诗的解读，不
能局限于作品文本，更应借助交通框架，从交通文学

的角度去挖掘其背景、内涵、意义，从城市结构、交通

路线、空间布局、文人行旅的角度去考察。
第四，具有诗文系地作用。 现有的长安、岭南文

学的研究成果，都不是以诗文系地、以人系地的研

究，对作品的写作地点并无明确的要求。 如果从交

通圈的视角出发，则会发现，很多作品都写成于同一

次行旅，是具有时空连续性和内容关联性的诗组。
如果再结合作者生平，就会发现有时诗人另一时段、
另一路线所写作品，也在其出入京师期间，整体上构

成一个从长安到岭南再取道扬州回京的交通圈。 交

通和文学互为支撑，能够支持和解释对方，具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例如张九龄在岭南、长安之间的数次

往返，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其《南阳道中作》 《湘中

作》等是自京使岭南期间往返所作，集中在荆州、湘
中到岭南路段。 其《彭蠡湖上》《出为豫章郡途次庐

山东岩下》则是出为洪州都督所作。 多篇作品联系

起来看，就是他十多年来在长安、岭南、扬州间的往

返行迹，多篇诗文的创作地点，都可通过前后文的细

读，互相推求来获得。 不仅张九龄如此，很多唐人都

是如此。 如李绅《追昔游集序》：“起梁汉，归谏署，
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风物，遭谗邪播，历荆楚，渉
湘沅，踰岭峤，（止）荒陬，止高安（要），移九江，泛五

湖，过钟陵，泝荆江，守滁阳，转寿春，改宾客，留洛

阳，廉会稽，过梅里，遭谗者再，宾客为分务，归东周，
擢川守，镇大梁。”若把这些行迹串联起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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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长安－扬州－岭南交通圈，概括出他十多年

出入中外的空间范围。 又如吴融有《途次淮口》《武
牢关遇雨》《旅中送迁客》《早发潼关》《赴阙次留献

荆南成相公三十韵》，多篇诗合而观之，得到的也是

一个长安－扬州－岭南交通圈。 李颀《龙门送裴侍御

监五岭选》：“君为柱下史，将命出东周……榔叶四

荒外，梅花五岭头。”这位侍御史往岭南监选，就是

经扬州南下，走西江、赣州入粤。 诗中的“梅花五岭

头”指其去程要经梅岭，虽属想象，但提示了旅行路

线和方向。 许浑《赠萧兵曹先辈》有“广陵堤上昔离

居，帆转潇湘万里余”，提到萧兵曹前往岭南，却不

是从河南、湖北入湘，而是经洛阳、汴州、扬州，然后

西行入湘。 许浑前往岭南入幕和自岭南北归，也是

如此。 其《留别赵端公》有“余行次钟陵，府中诸公

宴饯赵端公”，“孤帆已过滕王阁，高榻留眠谢守

窗”，表明其北归是取道江西，经过南昌，走扬州北

上。 “滕王阁”“谢守窗”云云，是指前方道路所经地

点，并非用典。 依托这样的框架，运用交通圈的视

角，结合诗中的地名、人名、事名和诗人生平事迹，可
以为很多不好确定地域归属的作品确定写作地点，
并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

第五，便于开展在这个交通三角内活动的诗人

生平与创作研究。 从交通的视角出发，人们会看到，
这个交通圈在很多文人仕宦中都是存在的。 高官如

李宗闵，大和七年（８３３ 年）出为兴元尹，后贬处州长

史，改潮州司户，开成元年（８３６ 年）量移衢州司马。
四年（８３９ 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他这段时

间的行迹，就是在长安－兴元－处州－潮州－衢州－洛
阳之间活动。 杨凭贞元十七年（８０１ 年）任太常少

卿，次年出为湖南观察使，永贞元年（８０５ 年）迁江西

观察使，元和初召为左散骑常侍，元和四年（８０９ 年）
贬临贺尉，两年后自临贺徙杭州长史，元和七年

（８１２ 年）征为恭王傅，分司东都，最后入京，授太子

詹事，一生在这个交通圈内完成了两次行旅。 中层

官员如刘禹锡，从元和十年（８１５ 年）到大和二年

（８２８ 年），十三年内在长安、岭南、扬州画了一个大

圈⑩。 许浑大和六年（８３２ 年）登进士第，开成初入

卢钧岭南使府为幕僚，大中三年（８４９ 年）自御史归

为润州司马，后又入京为官。 十七年间 （ ８３２—
８４９），他在这个交通圈完成了一次漫长的旅行，期
间作品不仅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内容上也具有相关

性。 推而广之，凡属一个交通圈，一次出入京师期间

的作品，都是一个在时间、空间和思想内容上有相关

性的作品序列，应当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探索，不应互

相割裂，单独看待。
至于小官吏和未入仕文人在这个交通圈内的事

例，那就更多了。 曹松咸通中，出游湖南、广东、江
西，写有多篇诗歌，如《岭南道中》 《将入关行次湘

阴》都是作于这个交通圈。 江西诗人陈陶有《冬日

暮旅泊庐陵》《江上逢故人》，表明他的踪迹也在这

个交通圈。 文人在这个交通圈的具体情况因人而

异。 其中有避乱南游的，如耿湋《巴陵逢洛阳邻舍》
写诗人的洛阳邻居避乱荆湘，客居巴陵；有客游幕府

的，如李商隐《哭刘蕡》写刘蕡一段时间内曾经在广

陵、鄱阳一带活动；有贬官的，如李群玉《湘阴县送

迁客北归》中记的那位经湘阴县北归的迁客，项斯

《哭南流人》中葬在山上的南流人；有赴任的，如张

籍《送王梧州》中的主人前往梧州赴任而要过楚江，
表明他是走江淮水路，经扬州南下；有游幕的，如马

戴《送从叔重赴海南从事》；有访友的，如李频《送孙

明秀才往潘州访韦卿》。 可见，唐人要前往岭南访

友、入幕，多数都要走水路，经扬州、江西入粤，这是

基本规律。
在唐代，像这样的交通圈还存在有多个，但因某

些原因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运用本文提出的交

通圈框架，可以探明很多不被关注的中小诗人的出

行路线。 以此为基础，又可对其纪行诗文的写作地

点、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做出更为准确、深入、细致

的考释，功用相当显著。

四、结语

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唐代长安－岭南－扬州的三条路线，是唐

南北交通的主线。 三者通过长安、扬州、广州连接起

来，构成一个交通三角，在为唐人出行提供方便的同

时，具有强大的文学创作和传播作用，是一个具有广

阔覆盖面和强大文学创作、传播功能的交通－文学

三角。 众多的送别留别、逢遇宿泊、迁谪行旅诗文，
产生和传播于其间。 从本质上看，这个三角形的交

通框架，可以理解为一个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是一

种唐代文学的展开方式和呈现形式。 其运作的结

果，是大量以南北交通和文人行旅为反映对象的

“在路上”的文学得以孕育滋长并繁荣昌盛。 对这

一框架的揭示，不仅展现出唐代文学不同于其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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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特点，也表明在旅行中观察生活、反映社会、思
考人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生产方式。 这个交通圈

的存在，深刻反映了行旅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及

交通对文学的带动作用。 以交通圈为框架，以交通

路线为联结，可以将不同作家、路段、时期的诗文传

播纳入研究框架，得到的结论更有实用价值。 这个

交通－文学三角，还可以理解为一个透视唐代交通

文学现象的分析框架，而这主要通过制度与文学研

究、交通地理与文学研究两条途径的结合才能获得。
第二，这个交通－文学框架，也为今日的唐代文

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比如考察沿途诗文传播的

实况，挖掘相关作品的创作背景，阐释作品含义，开
展纪行作品、送别诗文的系地，研究在这个交通三角

内活动的诗人生平创作，等等。 从中可知，很多作

品，其实都是写成于同一路线，具有时空连续性和内

容关联性，对写作背景的准确把握相当重要，仅仅从

文本入手无法求解。 我们可以先从交通的角度，以
文人的单程行旅为对象，借助相关资料和研究手段，
去确定写作地点，再从系地的角度去编年，步步推

进，勾勒其所经路线、方向、地域，这样，就能从看似

纷乱的文学现象中理出头绪，针对具体作品的考证、
注释和分析就能取得突破。 这也表明，对于唐代纪

行诗这类分布面广、作者众多的文学，建立起一个与

之相应的论证框架，找到一个合适的论证角度，先从

宏观上去把握它，再从微观上审视它，至关重要，这
样就可以找到其中蕴含的共同规律，概括出整体特

点，能够以简驭繁，值得尝试。
第三，便于考察长安、岭南、扬州三地在文学上

的关系，分析唐人在这些路段上所作诗文的不同形

态、性质、特色。 文人在出入京师的不同路段，创作

心态和艺术表现是不同的。 在京之时是欢快愉悦，
离京之际是惨然不乐，路途中间是忧愁怨恨，到达以

后是日夜思归。 反过来，离开南方时欢欣鼓舞，北归

路上心情复杂，近京之际悲喜交加。 据此，可将唐人

在这个三角形框架内的纪行作品，区分为近京、路途

和目的地三种情况，关内－河南、扬州－荆州、湘中－
岭南等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为黄土高原、西北高地

文学，作品歌帝京风物，有帝都气象。 第二层级为经

过中原大地作品，其气质则如韩愈所说，有“中州清

淑之气”，向来与南国、关陇不同；荆州－扬州一带作

品，则写聚会离别，南国山川；湘中－岭南作品，则转

变为自我境遇书写和情绪表达，主体性较强，但又不

无岭南文化色调。 这三个层级，界限分明。 由此观

之，唐人每到一地，就会转换出一套相应笔墨，如此

周流往返，这是基本的规律，也是本文研究的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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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Ｒｉｄｇｅ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３５１

唐代长安、岭南、扬州交通－文学三角的形成及意义


